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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至三十年代广播事业及其研究 
中国境内最早的广播电台创办于 1923 年初，美国记者奥斯邦为了推销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剩余的广播器材，利用一位华侨富商的资本，在上海开设了“中国无线电公司”；同时在

外滩大来洋行的屋顶上设置了一座电台，于 1923 年 1 月 24 日第一次播音。播送的主要内容

有音乐和新闻两大类，其新闻由上海《大陆报》提供。由于私设电台触犯了当时中国政府的

法律，北洋政府交通部勒令他拆除广播设备，加上销售无线电器材的生意不景气，电台器材

简陋，发音不清，只办了 3 个月就倒闭了。随后美商新孚洋行、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分别

办过两座广播电台，前者因经费支绌不久就停办，后者开办至 1929 年也停办了。 
1924 年 8 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允许民间装设

电台，这一法令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1927 年 5 月，我国第一座公营广

播电台——交通部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每天下午 3 时起连续播音 7 小时；主要是娱

乐性节目；此外当时的奉系军阀还于 1928 年在哈尔滨、沈阳办起了两座广播电台。 
1927 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为了在全国统一政令，统一舆论，当局一开始就注

重无线电广播的建设。1928 年 8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开办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

播音，此外，国民党还在各地办起了 20 多座广播电台。 
二十年代后期起，中国出现了一批民办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国民党政

府虽允许民间电台的存在，但它决不允许民间电台干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电台战战

兢兢，讳谈国事，极少有新闻、评论的内容。民间电台主要分为教育性广播电台、商业性广

播电台、宗教性广播电台三种类型。 
二三十年代的广播事业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受经济、科技等因素所限，创办初期也无

甚经验章法可循。但是在这个阶段，业界内外仍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对广播的事业功能、广

播内容对社会公众的教化作用等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堪称我国广播

研究的滥觞，对广播如何更好服务于听众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三十年代的广播节目，大多是娱乐节目，如说书、评弹、音乐等。但不时会加入几张粗

俗而肉麻的唱片与不堪入耳的污秽言辞，或者竟肆口谩骂，及我爱你爱等有伤风化的腔调，

不翔实的新闻夹杂其中，有时还加上一二则吓人口气新闻。《无线电问答会刊》刊登文章批

评上述现象，并希望播音者多播送有益的节目与确实的消息，免去这些无为而易生恶习的节

目。“广播电台应常存道德心，用娱乐的机会来养成一班对国家有益的青年”。1 
另有人撰文提出即使是娱乐节目其内容也应健康有益有较高的艺术性。无线电的娱乐功

能毋庸置疑。“一定要勉强听众在休闲时收听严正的演讲，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寓教育于休

闲娱乐，本来是民众教育的妙法，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

电台要靠商店广告来维持，不能将民众教育作唯一的目标。只是希望文学家艺术家多创作些

新作品，把封建思想渐渐淘汰，提高大众的欣赏品位”。2 
还有人就广播的功能提出看法，认为广播的娱乐功能不是唯一的，不要专供娱乐。广播

似应具有教育的功能。希望“能播一些教授语言学或各种浅近科学的节目，使求知的青年和

求学的儿童也可得到些补充的材料”3。“文化不推进，国民知识不提高，于我们民族前途是

绝大的危险。因此，收音机不是只为消遣或娱乐之用，乃是教育文化演进的工具、国际宣传

的利器”。4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视学的早期研究 



 

 

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使用广播这一传播媒介，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使用电视这一传媒，

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在使用这些媒介的同时，还

不断地研究它、认识它，力求掌握它的规律，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效益。可以说，一部广

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广播电视的学术史。 
从 1940 年 12 月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到 1986 年 7 月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召开，这四

十六年时间属于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孕育期。其中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启蒙阶段。这个阶段的上限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日，即我国人民广

播事业的诞生日，下限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通知的日子，即 1949
年 6 月 5 日。我国的广播工作者从人民广播事业创立之日起就开始研究广播业务了。人民广

播的第一代播音员琢磨如何使用嗓音，如何断句，如何表情达意，这就是播音学的萌芽。编

辑也一样，1946 年 6 月，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在《暂行工作细则》中规定：“要用普通话的口

语，句子要短，用字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的优美与响亮。”“电文中有文

言或难懂字句，应加注必要的通俗的口语翻译。”这些规定，“无疑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对

广播特点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广播编辑学和广播语言学的胚胎”5当然，那时的人民广播

事业处于创始阶段，节目时间短，发射功率小，听众也很少，广播的优势和功能无法充分地

显现出来，加上处在战争环境，广播工作者不可能对业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

应该看到，战争年代的广播工作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非常丰富和珍贵的，对新中国成立后

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第二阶段是起步阶段，即从 1949 年 6 月 5 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成立到 1966 年 5 月

16 日“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个阶段有如下几件大事： 
1950 年 2 月 27 日，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

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会议还提出，广播电台应在可能条件下对内外问题

进行自己的采访工作，应有自己的新闻与评论。这次会议实际上确定了广播电台的三大任务

以及自己走路的方针，其影响极为深远。 
1952 年 12 月 1 日至 11 日，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广播工

作的特点和精办节目，提高宣传质量，为国家建设服务等问题。 
1954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5 日，我国派出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

广播工作经验。在同年 11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梅益作了《学习苏联广播

工作经验，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苏联经验对我国的广播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这次学习，中国广播工作者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经验，使我国的广

播工作较快地走上了正轨；另一方面，这次取经，从管理体制到节目摄制，都搬来了苏联模

式。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弊病。 
1955 年 10 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主办的《广播业务》创刊。这是第一家公开出版的全国

性的广播业务刊物。据统计，该刊到 1964 年，共出版 85 期，发表各类文稿 1456 篇。 
1959 年 9 月 7 日，北京广播学院成立。该院教师边研究边编写教材，开始比较系统地

总结广播电视的实践经验。 
1964 年 3 月 10 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提出宣传业务整改草案，题为《为进一步提高

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这个草案总结了建国十五年来广播电视工作的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阐述了广播电视宣传业务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草案难免有“左”

的痕迹，但对当时的实际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其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

义。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我国广播事业发展很快，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年轻的电视

事业也已初具规模。在这期间，广播电视工作者本着自己走路的精神，边实践，边研究，探

索广播电视的宣传规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从事广播电视学



 

 

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停滞阶段，即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至 1976 年 10 月 6 日。这个阶段也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年内乱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播电视，基本上沦为左倾错误路线的吹

鼓手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业务刊物一律停刊，无一幸存；也

从没开过一次业务研究的会议。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第四阶段是复兴阶段，即从 1976 年 10 月 6 日至 1986 年 7 月 1 日。这个阶段的上限是

粉碎“四人帮”，下限是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召开。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大发展，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并从复兴走

向繁荣。这个阶段研究风气之浓厚，成果之丰盛，是文革前 17 年所无法比拟的。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立了一批业务研究机构，建立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成立了一批学术团体。1980 年

以后，首都和各地相继成立了新闻学会，广播电视系统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加入了当地的新闻

学会。接着，广播电视系统内部先后成立了广播剧研究会、理论广播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还

有一些没有挂牌子，但定期开展研究活动的组织。 
创办了一批业务刊物。北京广播学院于 1979 年创办了《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该院新

闻研究所于 1984 年创办了《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部于 1984 年创办了《广播电视

战线》。据 1984 年统计，仅地方办的公开和内部的业务刊物即达 50 多种。 
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会。这个时期，业务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既有

全国的，又有地区性的；既有对口的专业研讨，又有综合性的学术交流；研究范围涉及广播

电视学科的众多领域。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 年版记载，1981 年至 1985 年召开的广

播电视理论的业务研讨会达 95 次之多。 
出版了一批广播电视专业著作。在这一阶段，公开或内部出版发行的广播电视专著、

文集等，达数十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 1983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0 日举行。会议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以来的经验，制定了“四级办广

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

华”的目标。会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 

 
（原载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紀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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